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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源 头

中日史学与文化传统向近代迈进的全过程中有其最初源头时

期，或称初变期。首先应肯定这种初变乃被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市

场社会经济形态的初现所规定。同时，中国文化传统集中表现为

“经”与“史”，因此史学初变时，儒学的驱动作用乃不可忽视。本篇

首论中国史学初变时的儒学演化情况，然后选择中国章学诚史学

与日本林罗山史学作分析研究，以探讨中日史学初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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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心学的出现

一、陈白沙的心学

中国在中世纪农业精神向近代工商精神转化的过程中，有一

个问题值得讨论，即有明一代先进思想家是如何摆脱“宋学”的束

缚，引禅入儒，重新诠释儒学，创造心学，使儒学蒙上市民精神的色

彩。

在这方面，陈白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家。黄宗羲称明代学

说至陈白沙始入精微。 学”之祖，由白沙启他视陈白沙为明代“心

“心学”“，至阳明而后大”。

陈白沙名献章，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正统十二年（

年）举广东乡试。翌年会试中榜，入国子监读书。旋受学于康斋先

生。此后即绝意科举，筑春阳台，静坐其中，足不出户，专心致志于

学问，名重一时。因朝臣多人举荐，曾召白沙入京，令就试吏部，但

白沙辞疾不赴，授翰林院检讨而归。此后屡招不受，终老于野。弘

年）卒治十三年（ 岁。，享年

第一章　　中日儒学的萌变

①《明儒学案》，中华书局 年版，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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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明代心学，尝试儒学改革

宋元之后，中国商品经济初见发展，国内市场逐步开拓，农村

自然经济渐遭商品经济的“侵蚀”。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经济

上加强控制，同时进一步诠释礼教，使其成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精神

支柱。朱熹“理学”由是而出“。理学”盛极之际，以陆九渊为代表的

唯心主义思想家提出“心学”思想。后王阳明把陆九渊的“心学”思

想发挥于至善，从而形成与“理学”相抗衡的“心学”哲学体系。陈白

沙恰处于程朱学说到陆王学说的过渡期，在编织有明一代“心学”

体系的大工程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中国民族精神的发展，

经历过三个阶段：一、古代精神，其特点是前农业的，体现出农业时

代到来之前或农业时代初创期的中国人精神；二、中世精神，其特

征是农业的，与工商精神如冰炭难容于一器，也可称“农业精神”；

三、近代精神，就性质而言，是工商精神，就其阶级属性而言是市民

笔者把朱熹思想界定为农业精神的集大成与精神。 体系性完成。从

朱熹向前跨过一步，就出现了“儒学改革”即市民精神向农业精神

渗透挑战的大观。

当然，陆九渊的哲学已经从朱熹那里跨过一步。但是，中国“近

代”意义上的工商现象及真正市民阶层的产生，当以明代为初盛，

因此，把陈白沙的学说确定为中国市民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是合

理的。陈白沙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理学”，作出了独特的儒学“改

革”的尝试。他的“心学”通过与朱熹“理学”思想的商榷，形成了独

自的体系。

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

语类》）他又说“：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 若理则

语录 因此“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 ，理世界”是唯一、至高、

永恒的。以上思想并非朱熹独创。朱熹之前，程颐、程灏就已经提

出类似观点“：万物皆是一个天理”。

无论二程、朱熹，皆强调“天理”与“人欲”即与人的自然欲望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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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并进一步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乃最高人格境界。这种中国式

（或称东亚式）农业型禁欲精神认为，按照中国农业社会既定的

“礼”制禁欲行事，就是遵行“天理”。反之，违反“礼”制，就是“人

欲”，就是罪恶。人世的最基本的道德追求，便是以“敬”字功夫“存

天理、去人欲”。他们所谓的“敬”，具有潜心祈祷，敬事“上苍”的宗

教精神状态。朱熹还提出了认识“天理”、回归“人性”的修养途径，

即“即物穷理”。他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有其所以然之故，与其

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大学或问》卷一）所谓“当然之则”便是

“天理”，也就是真“知”，是对“天理”的理解与觉悟。致知的方法是

“即物穷理”，就是穷究一事一物的底蕴原理。

陈白沙摒弃朱熹的“天理”说，而主张“：君子一心，足以开万

世，小人百惑，足以丧邦家。何者？心存与不存也。夫此心存则一，

一则诚，不存则惑，惑则伪” 。他还说“：君子不但求之书，而求之

吾心。” 他在论张廷实学问时说“：廷实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

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其观于天地，日月晦

明，山川 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

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与穷。” 可见，陈

白沙十分强调“心”的作用。他主张“君子凭其忠诚无惑之“一心”，

已足可以“开万世”。力主处世、办事、致知皆以“求之吾心”为基本

准则。

陈白沙的“心学”思想上继陆九渊。九渊说“：恰如坐得不是，我

不责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 在道。”又说“：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

攘，须收拾作主宰。” 九渊显然将人的“精神”“、人心”作为治学、

处世的根基来看。陈白沙的“心学”又下启阳明。至王阳明“心学”

弘扬到至极。他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直述理在“心”中，不假

《明儒学案》，第 页。

④《宋元学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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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求，几与朱熹短兵相接。至于《明儒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则在该

书中用大半篇幅介绍“心学” 学”的推崇。他在《学案》中，可见

明确指出“：盈天地间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

之理 他又反复强调说“，即在吾心之中”。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

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

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

舍“敬”取“静”的涵义

陈白 ，沙“心学 体系中十分注重“静”字功夫。故黄宗羲评曰：

“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

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

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 为了达到“静”，陈白沙主

“然在学者须自度量如何，若张“静坐 不致为禅所诱，仍多著静，

他又说方有入处。若平生忙者，此尤为对症 “：为学须从静

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

陈白沙由“静坐”而求“静”，由“静”而体认“内心”，走的是与二

程、朱熹不同的精神修养道路。在理学家们看来，主诚、主敬是实行

自我修养的不二法门，如朱熹所强调的，“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

语义”。 类》卷十二）

中国儒教“持敬”与“主静”的争论，容易使人联想起基督新教

的“因信称义”。

《圣经 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中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路

德重新解释了这句话，赋予它新的含义而自成系统，成为“新教”的

重要理论基础。他叙述自己的认识过程说：

“终于，由上帝的慈悲，我白天晚上深思，注意到圣经中下

列内容：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

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样，我开始

对“心

之药。”

《明儒学案》，第 页、 页、 页页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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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到，上帝的正义是一种义人凭借上帝的赐礼，即信仰而生

的正义。其意义为：上帝的正义为福音所启示，即一种被动的

正义，上帝用它使有信仰者成为正义。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

因信得生’。这里我感到我获得全然再生，并通过一扇敞开的

大门进入伊甸园。”

依照马 路德对《圣经》的新理解，因神而得救不在于困守丁

自缚于寺院戒律之中，作无休止的自戕，而是把信仰作为获救的唯

一准则。也就是说，当人们把信仰不再看作手段与礼仪，而是作为

内心的真实感应时，才能将其忠诚奉献给上帝，才能真正理解上

帝，寻找到上帝，得到上帝的垂顾而获救。这样，基督教发生了一次

真正的革命，其意义在于将“信仰”由“外观”转化为“内省”。陈白沙

在“理”之外提出“心”，在“敬”之外，提出“静”，由外观遵从走向内

视省察，恰如中国式的“因信称义”。这在有形与无形中，向不可动

摇的中国礼制权威作挑战。其“观心主静”的修养方法，为人们的自

由思考留下了间隙。礼制的枷锁在陈白沙那里出现松动。

援禅入儒，市民精神的初现

中国文化以儒为独尊，但道与禅也地位显著。三种思想时刻相

互影响。尤其禅对儒的变革，不容忽视。

主张儒学道统的韩愈认为：“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者则

夷之，夷之进入中国则中国之。”柳宗元倡“三教合一”，他指出“：浮

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 柳

送河东集 僧浩初序 李翱则主张“我以心通”，用禅意释《中庸》

意旨。李翱的意境似乎已经很接近以后“心学”的境界。 禅也影响

到宋明学术的建立，明人黄绾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

杜里：《历史上耶稣基督》。

②李翱（ ，唐贞元进士，虽力主排佛，承韩愈学说，但受佛教“见性成佛”

观点影响甚大。主张“正思”，以为心达至诚，则复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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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评白沙，论其思想与禅学有关。对此，陈白沙一直予以否认：

“禅家语，初看亦甚可喜。然实是 侗，与吾儒似同而异。

毫厘间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贵择之精也。”

陈白沙主张静坐，禅也主张静坐。陈对此解释说：

“佛氏（禅）教人曰‘静坐’；吾亦曰‘静坐’；曰‘惺惺’，吾亦

曰‘惺惺’。调息近于数息，定力有似禅定，所谓流于禅者，非此

类欤？”

也许是黄宗羲偏爱“心学”，也偏爱白沙学，处处袒于白沙一侧

说话。白沙说自己与禅无关，黄宗羲也作如是言“：其所以（与禅）

异者，在‘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而已。禅则并此而无之也。”

当然，论某一学说，不能以学者自我评价或他人偏袒之词为

准。在研究陈白沙学说时，我们发现陈白沙学说与禅宗有着共同之

处 也可以进一步说，陈白沙是援禅入儒改造儒学，在把旧儒学改

造成新儒学方面有其开创之功。这表现在：禅宗论信仰，讲求“心”

的作用，主张抛除繁文缛礼，不读经，不礼佛，不立文字，主张佛性

本有，不假外求，见性成佛。陈白沙主张“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

“即心观妙，以撰圣人”。他说：

“执事谓 ‘四礼 为疑，仆因谓礼文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习

虽不可不讲，然非所急，正指‘四礼’言耳，非统体礼也。程子

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 但求道者，有先后

缓急之序⋯⋯若以外事为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谓，则当 绝去，

岂直省之云乎。”

陈白沙不立文字，自称“莫笑老佣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

他视语言文字如“糟粕”“、秕糠”，指责时人读书“诵其言而忘其

③ 《明儒学案》，第 页 页、页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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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味” 张“随处体认天理” ，并说“：既有所得，非得之书也，得自

我者也。” 如是思想明显是受禅思想影响较深；这也是明代以后

市民阶层要求突破传统伦理及“理学”枷锁的反映。

禅宗主张“自然随顺”，陈白沙治学亦贵自然。他说“：天下未有

不本于自然”“，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又说“：宇

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

闢。自舒自卷，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 又如张廷实论白沙学

云“：（白沙）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

，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矣。

理学讲“天理”，从“天命”；而白沙却少说甚至不说“理”“、命”，

任天地长久，随遇而安。白沙强调“自然”，体现了明代市民阶层成

长后“天命”“、天理”观与“自然”形成的商品思想的矛盾日益突出。

还需要补充的是，与西方“新教”以“工作神圣”“、勤俭”与“天

职”为特征的“经济伦理精神”相仿，禅宗十分强调“作务”即劳动、

工作。《坛经》已记载弘忍“发遣惠能令随众作务”（。《坛经》第三

节）百丈继承法统，订立《百丈清规》。据《五灯会元》卷三载“：师凡

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尚请息之。师曰，吾无德，

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

食之语。流播寰宇”。百丈认为人生在世不务劳作，就是“无德”，并

力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禅宗的上述精神，已使禅宗发生教义

上的革命，从而有可能与“近代精神”接轨。

白沙的思想与禅宗的上述精神相近。白沙说：“日用间随处体

认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得到古人佳处也”，主张进行精神修养不

在经书典籍中，而在平常“日用”中。他又说“：行乎日用事物之中，

①《白沙子全集》，卷一第 页 页 ；；卷八，第

②同上书，卷三，第 页。

《明儒学案》，第 页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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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之无穷”。其“日用事物”与《百丈清规》的“作务”有相通之处，

都主张通过日常勤勉的工作，以超越而严肃的态度克尽人世间的

本分。如果说禅宗在努力进行宗教世俗化方面甚有功绩，那么白沙

之学也在这方面做出过努力。

综上所述，陈白沙在中国前近代文化史上，通过以 心”取代

“理”，将禅入儒，使儒学增添新活力，其思想中的市民要求灼然可

见。从白沙开始，中国心学蓬勃发展，心学诸流派中的市民思想日

见明显，从而为中国近代精神的真正出现，作了准备。

二、王阳明心学的“力行”“、入世”学说

如果要探讨中国民族精神是如何从中世走向近代的，通过对

王阳明思想的研究可找到重要线索。这是因为王阳明从评判理学

出发，通过提出“致良知”这一概念，在中国精神史上第一次较成体

系地提出了发扬精神本体的思想。其“知行合一”与“力行”的思想，

则试图纠正中国传统精神在宋代理学中表现出的严重的出世主义

倾向，使中国精神向世俗与入世主义方向迈出一大步。在讨论王阳

明“心学”的同时，我们自然要讨论王阳明思想与佛教的关系。试论

其与佛教特别是与禅宗的同异之处。

王阳明（ 年），名守仁，字伯安，谥文成 浙江余姚

人。曾于绍兴会稽山阳明洞筑室而居，故后人称其为阳明先生。曾

因与宦官刘瑾相忤，谪居贵州。刘瑾被诛后先后任南京刑部主事、

右佥都御史等职。曾镇压农民起义，并平定明宗室宁王宸濠之乱。

主张“良知”说，强调发明“本心”，注重人的精神本体

黄宗羲论王阳明学术思想云“：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

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

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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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亦云“：先生教人，吃紧在去发。” 人欲而存天理，进之以知

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虽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为转注。凡

以使学者截去之绕，寻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谓

阳明传习录 序 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其要在致教法。” 良

知”。因此，关于“良知”的阐述，是王阳明学问的根柢。其“知行合

一”思想“、力行”思想等都与“良知”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阳明认为：人生而有其“良知、良能”，这是从孟子性善说中

引申出来的。他认为人既然有一个天性的“良知”在，则无须外求，

只要内观本心，张扬本能，即能获得天理的彻悟，而不必求诸于外。

所以他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

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答顾东桥

王阳明的“良知”说与朱熹的“天理”说是有明显区别的。在朱

熹看来，世上只存在一个天理。人心对天理处于从属的地位。他认

为人心总是被物欲蔽掩着。他甚至把人心视作是物欲的代名词，直

去人欲称之为“人欲”。人心无法自行扫除私欲，必须“ 存天理”。易

言之，即把人的主体意识全然抛除，方能存得住“天理”。

与朱熹不同，王阳明的学说，第一强调“人心”的存在；第二主

张“人心”即为“良知”，人人都具“良知”，只是暂被私欲蒙蔽了而

已；第三，去私欲的过程不仅在于“格物”，而更在于发挥本心的作

用，以自己的力量使天生的良知重现；第四，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本

体论”，认为主宰世界的并不是一个天理，而是每个人都有的“良

知”。朱熹以“天理”为本，而王阳明以“人心”为本。如果把朱熹的

“天理”说称之为“客体论”，那么也可把阳明的学说称为“本体论”。

王阳明这样说明其“本体论”：

“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

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

①《明儒学案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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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本体失了。⋯⋯ 则本体已复，便是天

渊了。” 传习录

他认为“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并指明其“原是一个天”。这样，人的

天理。心，即为天之本体“本体” 天理不存在于虚空的宇宙

之中，而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里。

“本体论”的提出，具有较重要的时代意义，在中国民族精神向

近代转化中无疑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一般说来，朱熹将“天理”视为

本体，削除人心的主导作用，其实与封建专制主义有着极密切的关

系。在专制政治支配下，民众无丝毫权力和行动的自由。服务于专

制政体的专制思想，也要求民众服从一个客观的“天理”，绝不允许

人们的思想本体有半点活动的自由。这样才能有利于封建政权的

思想钳制。也就是这个原因，朱子学流派传到日本即被林罗山吸收

后奉献于江户政权，成为日本数百年的统治思想。在朝鲜，朱子学

也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而阳明“心学”却一直受到贬黜。

一般说来，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中，专制思想总占主体。在

思想领域中，则表现为人的本体思想受到压抑。与此相反，市民思

想的特点则表现为对专制一统思想的厌恶，对精神解放的追求及

本体思想的觉醒。王阳明思想并不能代表市民思想，但其对本体思

想的推重与维护，在一定意义上透露出了市民要求摆脱“天理”桎

梏的些微消息“。心学”后继者王艮、李卓吾等人之所以能提出反封

建的市民要求，与王阳明的“本体论”“、良知论”，应说是有关系的。

“知行合一”与“力行”哲学中所体现的“人世”主义思想

中国儒学文化思想一般说来具有入世主义的实质倾向。“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经世致用”思想是这种精神倾向存在的

例证。但每当中国儒学走向玄学清谈或穷经考据的误区，这种入世

倾向便被无形否定。旧儒学由此产生其与近代化不相配合的非合

理性。宋代理学家束书不观，空谈性理，体现出中国式的“僧侣主

义”。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儒学表现出以下的特点：首先它成为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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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民众的少数人的专利品，而非“庶民理论”，因为它所营求的仅仅

是作为“士”的儒生的空泛的人格理想；其次，它成为统合社会秩序

的“政治伦理”，专门讲求治国、治民，较少顾及现实的国计民生，而

事实上，任何宗教或学说只有当其演变化为“经济伦理”才能与工

商社会合拍；复次，中国旧儒学发展到宋代理学，只知在“理义”中

求学问，无法成为“行动”的哲学，因此成为“软弱”的哲学，使人严

重地脱离社会实践。

王阳明的“心学”，反理学之道而行，主张“知行合一”与“力

行”。它反对“静坐”观，提出“知行”观。《传习录》云：

“九川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

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觉内外打不成一片。 曰：‘心’

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

讲说时专一，即是那静坐时心，工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须在

事上磨练工夫得力。若只好静，遇事便乱，那静时工夫亦差，似

收敛而实放溺也。”

这就是说，若只是静，遇事便乱。因此，人需在“行”字上多下功

夫，才能有事无事皆方寸不乱。他还进一步与学生讨论“知行合

一”的理论：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

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

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

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行之始，行是知之 ；只

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一个说知又说一个行者，

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

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

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摩影

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

的说话，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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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传习录

这是王阳明论“知行合一”的一段名言。在王阳明看来，只求知

而不求行者，只是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而不肯着实躬行，结果于

世无益。只求行而不求知者，必须付之以行，方能得人生真谛，行而

有方，劳而有获。

他认为“，知”与“行”本是“一件工夫”，不可分作两件去做“。知

行合一”才能正确掌握“知行”功夫。他说：

“问知行合一。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

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

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

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

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

他把“知行合一”称作自己的学问宗旨“。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

这是此乃领悟阳明“知行合一”功夫最吃紧的一句话 说，如若把

“知行合一”领悟透了，用到圆满处，即可分不出知与行的界线。一

旦有知亦即行了，一旦有行也就知了。

中国历代思想家都谈知行关系，但都分成两件功夫。如程颐

说“：须以知为本”（；《遗书》第十五“）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

路，须得光照”（；同上书第三“）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同上书第

二十五“）须是知了方行得”（。同上书第十八）认为人生做事虽然重

要，求知最是吃紧“，如行路得光照”，方可探得路径行得稳当。

朱熹认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

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卷九）也是说“知先行后”不过，

朱熹确实也重“行”的意义，强 行”调“力行为重。他解释 的特殊意

义时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语类》卷九“）大抵学问只有

两途，致知、力行而已 《文集》卷四十《答吕子约》）可见，在对。”（

①《阳明全书》卷一，第 页，中华书局版



第 14 页

“行”的肯定上，朱熹比程颐多跨出了一步。同时提出“力行”的口

号，着实不容易。①

如果要说到王阳明与程、朱的不同处，其一，王阳明不说“知先

行后”的话，在“先后论”上王阳明缄口不语而心重“力行”。其二，王

阳明反对“知”“、行”分两处功夫做。而无论“知先行后”或“行前知

后”，皆是做两处学问。他说的“知行合一”，究其文字，似乎已把知

置于行前，但讲求一个“合一”，便有不分先后、轻重的意义在。同时

把“知”本身当作“行”的“发动处”，这就无形中突出了“行”的最重

要的位置。将“知”“、行”都视为“行”，或说人生只是一个“行”了。所

以他反复强调说：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这一个功夫须着此两个

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

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功夫，则始或

《答友人问》未便融合，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 ）

由上看来，从程颐的“知先行后”说，到朱熹的“知先行后”与

“知轻行重”说，再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行”的最大肯定者

应是王阳明。

关于什么是“行”，如何“行”，王阳明说得比较清楚。他说：

“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

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

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也便是学问思辨矣。（”《答友

人问

他主张“行”就是切实地去做某件事。把“学问”也视为“行”，因为

“学问”即是去学、问做某件事。

王阳明的“行”尤其主张做事，因此他对中国理学家主张的

“静”字功夫抱保留态度。他觉得抱一个“静”字固然可以修身养性，

参见方克立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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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人格，但不如在“事上磨练”来得切实可行。所以当问及“静时

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他说“：是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

功夫也，人须在事上磨练，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他强调

为“静”求静不得根本，只有时时在事上磨练，才能立得住，做到“静

亦定，动亦定”。

关于“动”与“静”，他认为“，格物无间动静，静亦物也。孟子谓

‘必有事焉’，是动静皆有事。”（《传习录 。这就是说，在世唯有做

事，动也罢，静也罢“，动静皆有事”。静时思此事在“做事”，动时办

此事在“做事”。因此人无时不在事中，无时不在事中磨练。黄宗羲

把这称为王阳明的至关紧要的修身法，也是发明本心，体认本体的

不二法门。

援释改儒及论儒释之异

关于王阳明的学说渊源，刘宗周说过“：先生之学，始出词章，

继逃佛老，终乃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世未有善学如先生者也。是

谓学则。 阳明传信录》）“已是后方知难，政为此镜子时时不废拂

拭。在儒释之辨，明道尚泛调停，至先生始一刀截断。”

从刘宗周的评论中可以看出，王阳明学说经过以下阶段“：始

出词章”，‘继逃佛老”“，终乃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继逃佛老”一

语反过来读，则可知王阳明有过一段亲炙佛老思想的时期，阳明思

想与“佛老”，尤其与佛教思想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譬如说，王阳明的“良知”说，即与佛教的“佛心”说十分相似。

日本佛教传道协会编的《佛教圣典》引佛教教义论“佛心”时说“：所

谓清静的本心，换句话说就是佛性。佛心就是佛的种子。” 王阳明

①《明儒学案》，第 页。书中评王阳明学说之演变云“：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

章，继而偏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

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

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明 页 ）儒学案》第

②《中英对照佛教圣典》，昭和 月年 日版 页。，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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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的“良知”是天然、天生的良知、良能，同时这种良知、良能为天

下所有人所共有。《佛教圣典》也有类似语言“：一切众生，皆具有清

净的本心。其清净的心乃被依外界因缘所起的迷惑之尘所覆盖。然

而，迷惑心毕竟是客而非主。”

王阳明在“良知”说之后，有“致良知”说，即通过自身“力行”努

力，克去邪恶蔽障，恢复“良知”本色。佛教则有如下说“：若人们的

心被邪恶引诱，被欲望俘虏时，人们应当予以抑止。不要随心，应做

心的主人。心能使人成佛，亦能使人变成畜生。迷则成鬼，悟则成

佛，皆此心所为。所以，人们要正心，致力于修正道，而不可离开正

法。”

以上佛教“正心”“、修正道”的修身方法，甚与“致良知说”有相

仿佛之处。而王阳明鼓吹“去心中贼”，佛教则云“：烦恼之贼常常想

若你们家里有毒蛇潜伏着伺隙打倒你们。 ，除非将毒蛇追逐出去，

否则无法在家里安睡。”

然而，王阳明学说虽与佛教有很深关系，但并非全盘吸收，而

是有所评判，有所取舍。

他首先批评佛教不理世事，逃避人间云：

“佛氏不著相，其实著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佛怕父

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

妇；都是著相，便须逃避。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

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传习录》）

王阳明认为佛教的最大不可学处在于“弃世”“、无事”。虽活于这个

人世，又自弃于这个人世。食人间之烟火，又不做人间的事情。因

此，他强调入人世便须作事，世间岂有一个“离事”的心。佛教由此

①《中 第英对照佛教圣典 页

②同上书，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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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而百差，说其“事差”而“心不差”，只是“调停之说”“、乱道之

言”。

确实，儒学主张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说尽了这

番精神。佛教主张出世，自然受到王阳明的扬弃。

佛教抱一颗“出世”的心。他们的精神与物质生活被归纳为“出

家”两个字。故不仅人世社会的责任不必去尽，家庭人伦的诸如父

子、夫妇的相互责任、义务也全然摒弃了，并名之为“不著相”。王阳

明批评道“：佛氏不著相，其实著相”。父子、君臣、夫妇“诸相”都是

人间存在，佛学只是躲藏，逃避这些相，而这些相又何曾一日消失？

他认为儒学有一相便还他一个伦理大义，无形中矛盾消解，对立融

合，诸相所产生的烦恼也自然消失，社会的正常秩序也随之建立。

因此，王阳明斥佛教的出世、无事、逃避人伦的思想其误人处最大

在“不可治天下”。

“问：‘释氏亦务养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

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

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与世间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

下。’” 传习录

王阳明批评佛教的第二误人之处在于不负人伦责任，“有一个自私

自利”之心。他承认佛教主张“不思善，不思恶”，体认本来面目“，即

吾圣门所谓良知”。他也承认佛教尤其是禅宗，不假外求，自观本

心，以求佛心，与“致良知”的方法也有相得之处。但是儒学体认“良

知”，只是为入世、做事。佛教体认佛心只是为逃世、出家，以冷寂一

盆心头恼火。比较儒、佛，“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

同。”他对上述理论作如下述：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

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

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

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